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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决策研究中的理性选择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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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决策者和决策的思维过程是理性的。它以古典现实主义为思想基础，运用博弈理论分析

决策过程和相应后果。在这个模式中，做出决策的人是谁已经无关紧要，重点是决策是一个

理性分析和选择的过程。在外交决策研究中，博弈论是理性选择模式的工具。用博弈论分析

外交决策的原理是：假设—推理（演绎）—结果（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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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政治中，行为体的互动都是有明确的对外政策目的的行为。行为体能否实现自己

的目的，取决于能否制定并实施适当的对外政策。与这样一种现实的需要相适应，在过去的

50 年中，有关外交决策（foreign policy decision making－FPDM）的研究在西方国家特

别是美国逐渐发展起来，并最终成为国际政治研究中一个重要学科。这门学科的主旨，就是

研究决策者与所处环境之间在不同层次上的互动过程和互动内容。进行这个领域的研究，对

于国际政治研究来说是不可缺少的。 

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外交决策学领域逐渐形成三个理论框架：即以博弈论为主要方法的

理性选择模式、以系统论和控制论为方法的官僚组织模式和基于心理分析法的认知心理模

式。这三种模式可以说构成了外交决策理论的骨干，它们分别探讨了外交政策形成的推理过

程、组织过程和认知过程，研究对象分属国家层次、组织层次（middle-range）和个人层次。

其中，第一种模式和以其为基础的博弈论被国际关系学界视为主流理论，影响也最大，被称

为“正式模式”或“正式假设”（formal model or formal assumption）。① 

 

一  外交决策学的由来与相关概念 

 

外交决策学是决策科学发展的产物。18 世纪工业革命之后，西方国家逐渐出现大型工

业企业，有了大量管理实践和决策实践的存在，使管理理论和决策理论的出现成为可能。系

统化的管理理论即管理科学在 20 世纪初才出现，而作为其分支的决策理论则是在上世纪 50

年代才开始在管理学界流行。决策科学的兴起与西蒙（Herbert Alexander Simon）等人的

倡导有关，西蒙本人也因其对经济组织内的决策程序进行了开创性研究，而获得 1978 年诺

贝尔经济学奖。②上世纪 50 年代，随着研究方法和资料处理手段的更新和进步，决策科学迅

速被引入其他学科，包括外交政策研究。 

                                                 
①  一些美国大学政治系讲授博弈理论的课程被称为“政治学中的正式模式”（formal model in political 
science）。理性选择也被认作是“政治理论基础”，见：Peter C. Ordeshook, A Political Theory Primer, Routledge: 
Chapman and Hall Inc.,1992。 
②  赫博特·亚历山大·西蒙（1916～2001），曾任美国卡耐基·米隆大学经济学教授，主要著作有：《管理
行为：对管理组织决策过程的研究》（H. A. Simon, Administrative Behavior: A Study of Decision 2 Making 
Processes in Administrative Organization, New York: Macmillan Co.,1947.）。 

http://www.iwep.org.cn/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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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学理上探讨外交决策，首先应从概念上对政策（policy）与决策（decision）进行区

分。在许多人脑子里，做出决定（decision-making）与决定政策（policy-making）是同义

语。的确，二者有密切联系，但它们并不是一回事。%  

政策这个概念一般用在比决定更宽泛的地方，是概括性比较强的决定，表现为一组或者

一系列决定；同时它又含有对目标或意图的阐述。在这里，目标（objective）是指人们特

别期望出现的一种未来状态，这种状态必须是具体的。一般来说，只有追求某一具体目标的

决策组织或系统才是有意义的。①除目标和意图之外，政策在内容上还应包括两个要素：一

个是行动（action），即已经采取、正在采取和即将采取的那些行动；另一个是规则（rule），

即行动的指南（guide）。规则通常包括这样几个方面：1.对未来某种状况做出反应的主旨

（substance），如反对什么国家对什么地方以什么形式入侵；2.做出某种特殊反应的条件是

什么，即在什么情况下才应做出这样的反应；3.有关未来事件或状况的解释。所以，政策就

是对已经出现、正在出现或可能会出现的问题、事件所确定的行动方针和行动规则，以及对

行动后状况的解释。② 

决策是从公认的、数量有限且疑问尚存的方案（project）中挑选出在决策者看来会导

致未来某种特定状况的方案的过程（process）。③外交决策学研究的是国家外交政策的制定

过程。“外交政策”与“对外政策”在中文里有时是有区别的，但在英文是同一词组，即“foreign 

policy”。外交决策（foreign policy decision-making）有时也被译做“对外政策制定”。
④ 

作为国家的一种公共政策，对外政策所针对的是本国管辖范围之外的事务，是“对他国

政府、政府间组织、非政府组织和国际环境中的各种关系，有意或无意地给予影响的公共政

策。”⑤华莱士（William Wallace）认为：“外交政策是把民族国家与其国际环境连接起来的

政治”。⑥同对内政策相比，对外政策同样是形成于一国之内的政策，不同点在于它是指向或

应用于国家的外部环境中。 

与其他类型的决策相比，外交决策有着自己的特殊性。施奈德认为，后者有 10 个重要

特点：1.目标、计划及解释的范围更大；2.对象更庞杂并会带来敌意和不满；3.需要集中的

不同观点更多；4.决策环境更加复杂和不确定，结果也更难以预测和控制；5.信息来源更广

阔且不可靠，信息分类构成特别问题；6.相对缺少实验和重复的机会；7.组织效率和政策后

果难以判断；8.更有必要研究那些无法满足最低要求的选择；9.判断问题性质所需时间更长；

10.更有可能出现基本价值观的冲突和全面妥协的必要性。⑦ 

由于对外政策决策于国内，实施于国外，因此外交决策学的研究对象既包括国内政治变

量，也包括国际政治变量；其内容既涉及政治学又涉及国际政治学。正是由于这种跨学科的

特点，外交决策学不但联接起这两个分属不同层次（level）、各有自己的概念、假设和方法

的领域，而且在方法上还使用了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运筹学、组织理论、认知理论等，

构成了国际政治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交叉部分。 

                                                 
① Richard C. Snyder, H. W. Bruck and Burton Sapin, eds., Foreign ) Policy *  Decision Making,  New York: 
Free Press of Glencoe,1962,p.93. 
② Richard C. Snyder, H. W. Bruck and Burton Sapin, eds., Foreign ) Policy *  Decision Making, New York: 

Free Press of Glencoe,1962, pp.84-85.  
③ Richard C. Snyder, H. W. Bruck and Burton Sapin, eds., Foreign ) Policy *  Decision Making, New York: 
Free Press of Glencoe, 1962, p.90. 
④ 英文有时也写为 foreign policy making或 foreign policy formation等。 
⑤ Werner J. Fel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spirations and Reality, New York: John Wiley,1984,pp.2-3.转引自：
［日］佐藤英夫著，王晓滨译：《对外政策》，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0年版，第 4页。 
⑥ William Wallace, Foreign Policy and the Political Process, London:Macmillan,1971,p.11.   
⑦ Richard C. Snyder, H. W. Bruck and Burton Sapin, eds., Foreign ) Policy *  Decision Making, New York: 
Free Press of Glencoe，1962,p.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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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政治学科，外交政策分析（foreign policy analysis－FPA）是一个重要的组成

部分，而外交决策学是外交政策分析的一部分。一般来说，外交政策分析的内容包括两方面：

第一是政策研究，即从国际关系的角度分析和预测一国外交政策的目标、内容、原因、环境

等因素，探索国家外交政策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研究决策者如何确定国家利益和对国家利益

的追求途径等；第二是决策研究，即用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分析外交决策的机制和过程，以

及这些机制与过程对政策制定的影响。 

 

二  传统现实主义与外交决策 

   学中的理性选择模式 

 

在国际关系中，行为体互动的主要表现就是对外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无论是古代欧洲的

城邦国家和中国的春秋战国，还是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之后所产生的主权国家，都需要某种形

式的对外政策和对外政策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政治作为一门学科正式产生，外

交政策分析一直伴随着这个学科的发展。不过，直到 20 世纪 50 年代，对外交政策的研究还

只是政策分析（policy analysis），并不是决策分析（decision analysis），尽管政策分析

会涉及到决策问题。%  

1.现实主义对外交政策的研究%  

二战之后，以摩根索为代表的一批学者首次建立了国际政治学科中的一个比较完整的理

论体系——现实主义，并迅速占据主导地位。这个理论体系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现实主义的

外交政策学。王逸舟在《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一书中归纳了七个方面的内容，指

出“从 20 世纪中叶的美国外交政策学，到今天多数西方国家的对外政策，贯穿着一条‘利

益－权力－平衡’的粗大线条。”①现实主义认为，国际政治是权力政治（power politics），

国家对权力的追求源自人的本性和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学是围绕这

一国家动机理论展开的。 

摩根索认为，外交是国家权力的组成部分。它的任务是：第一，根据已拥有的、潜在的

实力确定国家的目标；第二，评估别国的目标及其为实现这些目标已拥有的潜力和实力；第

三，确定双方的目标在何种程度上可以相容；第四，决定和实施适合于实现国家目标的手段。
②基辛格指出，合法秩序的基础不一定是正义，其基本原则是游戏规则为大国所接受，将国

际社会变成一个阿隆（Aron）所说的“同质系统”（homogeneous system）。因为，在一个异

质系统（heterogeneous system）中，革命性力量会挑战现存国际社会并以军备竞赛取代外

交手段。基于对 19 世纪大国间没有发生重大战争原因的探索和对两次世界大战教训的分析，

基辛格认为 20 世纪后期外交政策研究的一个明确而又核心的任务，就是以史为鉴，运用外

交手段重塑一个较少冲突的国际社会，用一个跨越不同文化、意识形态、历史经历和国家制

度的共同语言去定义国际秩序的本质（Kissinger 1969）。③ 

在现实主义范式中，一个基本的观点就是国家是理性的行为者（rational actor）。“在

谋求权力与安全的时候，国家采取的是有目的的政策，或者说出于主观期望是按照功利原则

                                                 
① 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 4月版，第 88～90页。 
② Kenneth Thompson, Masters of International Thought, Louisiana: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0, 
pp.529-530.转引自：倪世雄等：《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 7月版，第 71
页。 
③ 转引自： Sten Rynning & Stefano Guzzini, “Realism and Foreign Policy Analysis,”Copenhagen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December2001,pp.4-5,http:// www.copri. dk/publications/workingpaper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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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理性规范行事。”①现实主义认为，国际政治学所研究的就是在无政府的国际体系中，国家

作为主要行为体追求权力与安全的过程。这个过程是理性的，即用有目的的政策争取自身环

境的最优和自身利益与权力的最大化。现实主义的这一理性行为假说，成为外交决策学自诞

生以来，影响最大、应用最广泛、学者最多的理性选择学派的基础。 

按照现实主义观点，外交政策的目标和手段是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的。国家利益

一旦确定，决策就是对特定国际环境下的目标和手段的准确计算。一个政治制度为了在不断

变化的环境中生存和发展，必须符合特定的功能性要求（functional requisites），外交政

策只是政治制度适应环境或控制环境的一种机制。换句话说，政治制度有利益（功能性要求），

外交政策的目的是保障这种利益的工具。问题在于，这些政治制度的利益究竟是什么，什么

样的行动才能满足这些利益。 

然而，国家或政治制度不会自己表达自己的需要，所以判定追求什么样的外交目标和选

择什么样的手段是一个主观过程。国家领导人和公众认为国家需要什么与各自的经验和价值

选择有关。而且，相同的决策对不同社会群体的影响是不同的，会造成一些人得大于失，另

一些人失大于得。很多情况下，人们无法在考虑国家整体利益时，完全摆脱个人和团体利益

的影响，得失分配的斗争所体现的正是政治活动的意义。 

我们可以看到，现实主义研究的是外交的政策动机、内容和结果，使用的是经验主义的

历史和哲学的方法分析外交政策的“质”。传统现实主义分析外交政策的着眼点是国际体系

中的权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体系驱动（system driven）和大国的外交及文化传

统－国家驱动（state-driven）。一方面，现实主义作为国际政治的主流理论把外交政策放

在宏观的政治历史背景下进行研究，为外交决策研究提供了世界观基础；另一方面，现实主

义与后来出现的外交决策学在研究方法和对象上不同。前者是用历史主义（经验主义）的方

法在宏观上把握国际体系中的国家外交政策的动机和内容；后者是用科学主义的方法分析个

人和组织决定外交政策的过程。 

上世纪 50 年代末，自然科学在多个学科的突破性进展，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博

弈论、环境工程等新的学科和成果纷纷面世。面对日趋复杂的世界和一个“革命”的时代，

社会科学开始向自然科学靠拢，将“硬”的科学手段运用到“软”的研究领域中。国际政治

学界出现了“行为主义”或“科学主义”学派，强调国际关系理论的科学性（可以观察、计

量和重复），向传统现实主义的研究方法提出了挑战。国际政治学科中的外交决策理论正是

在这个背景下诞生的，它打破了国际关系和政治学之间的界限，②更加注重微观领域的研究。 

2.外交决策－理性人的选择 

理性选择模式（rational choice model）的哲学基础是现实主义，出发点是国家中心

学说以及国家利益、自助和无政府状态等观念。正如约瑟夫·奈所说，这一假设是基于“以

国家为中心的现实主义”（state-centric  rea-lism）。③摩根索在现实主义六原则中的第一

条中指出：“(要理解外交政策)我们需要把自己置于政治家的地位，设身处地地去考虑他们

在特定环境下所遇到的各种外交难题，我们要问自己，政治家可能面临哪些可供选择的途

径，⋯⋯ 以及在这种既定环境下，政治家可能会选择哪一个理性的解决途径。只有将理性

的假设与实际的事实及其后果放在一起作检验，才能赋予国际政治事实以意义，才会使一种

政治理论成为可能。”④但是，理性选择理论不是从哲学或历史的宏观视角而是从思维视角对

决策者进行抽象的微观研究，采用的完全是行为主义的方法，运用的是经济学中的博弈理论，

                                                 
① 李少军：《国际政治学概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 3月版，第 29～30页。 
②  此前，政治决策是政治学中公共政策（public policy）研究的一部分。 
③  转引自：Michael Clarke and Brian White, eds., Understanding ) Foreign *  Policy, Vermont: Edward 
Elgar,1989,p.11。 
④ ［美］汉斯·摩根索著，徐昕等译：《国家间政治—寻求权利与和平的斗争》，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出版社，1990年版，第 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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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对象是决策过程而不是政策本身。 

英语中理性（rational）一词来自拉丁语 ratio，其含义与理智（reason）一词十分相

似，是理智推理的应用。理性的定义通常是对目的与手段之间关系的描述。帕森斯（Talcott 

Parsons） 教授在《社会行为的结构》一书中说：“理性行为意味着对条件允许的目标进行

追求，其手段被经验科学证明属于可选范围和在本质上最适合于对这个目的的追求”。①理性

是一种辨别和推理，是对偏好（preference）进行排序并做出选择的能力。理性决策并不意

味着选择满意的政策目标和手段，而是“从不够好的选择中挑出比较好的”。② 

西方文化有着理性分析的“智者”（homo sapiens）传统。例如，《旧约圣经·以斯帖记》

中王后以斯帖（Esther）挫败大臣哈曼（Haman）灭绝犹太人的故事，就是博弈论学者说明

人类早期理性行为的一个范例。③弗兰克尔（Joseph Frankel）指出，理性概念在西方有着

深刻的文化烙印和欧洲中心主义色彩，在一些西方人的潜意识里，西方文明所孕育出的理性

原则具有普遍指导意义。从语法上看，理性一词（rationality）是不可数名词，这就排除

了其他理性系统存在的可能，与西方人不同的其他地区民族的思维习惯和推理方式都被认为

是非理性。人类文化学者的努力已经使越来越多的西方人知道价值观的文化相对性，但并未

使他们理解大脑推理过程的文化相对性。④ 

理性模式的应用，使外交决策十分易于理解。如维巴（Sidney Verba）所说：“如果决

策者是理性的，知道理性规则的观察者就能够在自己的头脑中重现决策过程；同时，如果观

察者了解决策人的目的所在，还能够在预知其然的同时知其所以然。”⑤显然，只要确定了理

性行为模式的规则，那么决策者和决策过程都是简单易懂的。 

按照理性选择模式，外交政策都是目标明确且十分理智的一些人深思熟虑的结果。他们

系统分析各种可能的政策选择，以实现国家的目标。在这种分析方法中，代表不同国家的决

策者像台球（billiard ball）一样相互作用，环境和对决策过程的控制成为决定对外政策

的关键。其中有三个主要概念：决策（decision）、决策者(decision-maker)和决策过程

(decision-making process)。决策者在决策过程的一开始就有一个或一组明确目标，列出

可能的行动方向，并根据对付出（costs）和收益（gains）的比较和权衡（trade-off）来

评价与每一个政策选择相对应的结果，最终确定相对收益最大的政策。实际上，理性决策模

式的核心不在于谁去做决定，而是决策本身是一个分析和选择的过程（a process of 

analysis）。 

一般来说，外交决策是在考虑了多个行动方向之后做出的。在理论上，决策者应考虑在

逻辑上成立的所有选择；但在实践中，决策者只能考虑几种可能的选择。在外交决策系统中，

即使是十分智慧的人，他所能处理的变量数目也是有限的。因此，决策中常常出现把复杂问

题简单化的情况，或是出现计算和判断性错误的情况。与普通人一样，在紧张、疲劳、疾病

等状态下，外交决策者处理问题的能力也会下降。⑥ 

理性与正确是两回事，决策过程只要是经过理性选择就很难说它是非理性的。只有当决

策者经过分析看到最有利选择，但出于个人反常心理而做出了其他选择时，决策才是非理性

的。实际上，在评估决策时，分析者对理性概念的应用十分不同。一些人从手段选择的质量

出发，认为理性选择的要旨在于确定最合适于实现目的的手段。另一些人则强调决策程序的

质量，注重对信息的处理和评估，并且更多地将理性选择过程与政策后果相联系。 

                                                 
① Talcott Parsons, The Structure of Social Action, 1937,p.58.转引自：Joseph Frankel, The Making of Foreign 
Policy,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3,p.167. 
② Steven J. Brams, Rational Politics, Washington D.C.:CQ Press,1985,Preface vi. 
③ Steven J. Brams, Rational Politics, Washington D.C.:CQ Press,1985,pp.7-21. 
④ Joseph Frankel, The Making of Foreign Policy,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3,p.168. 
⑤ S. Verba,“Assumptions of Rationality and Non-Rationality in Models of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in 
J.N.Rosenau, e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 Foreign *  Policy, New York: Free Press,1969,p.225. 
⑥ John P.Lovell, Foreign Policy in Perspective,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Inc.,1970,p.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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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博弈论（game theory 

 ——理性选择模式的方法论 

 

“博弈”（game）一词在英文中的基本意思是游戏、比赛，故而也有人将博弈论译成游

戏理论。在游戏、比赛中，尽管身体因素很重要，但当参赛各方的身体条件相差无几时，计

谋在比赛中就成为至关重要的因素了。甚至在实力不如对手的情况下，通过适当策略的运用，

最终也能取胜。众所周知的田忌赛马的故事就是证明。可见，游戏的背后是谋略之争。中文

博弈的意思是弈棋，下棋本身是游戏的一种，但更强调理性推理或谋略的运用，因此将 game 

theory 译为博弈论比游戏理论更贴切、更传神。 

    博弈论是对于相互依存状况中行为体互动规律的研究，是以人的理性思维为前提的。相

互依存是指博弈中任何一个局中人受到其他局中人行为的影响；反过来，他的行为也影响到

其他局中人。由于局中人的相互依存性，博弈中一个理性的决策必定建立在预测其他局中人

的反应之上。进行博弈时，一个局中人是将自己置身于其他局中人的位置，通过预测其他局

中人将选择的行动来计算自己的获益函数（payoff function），并最终决定自己最理想的行

动。 

在 20 世纪 50 年代以前，对外交决策的研究多是采用归纳分类法（induction and 

typology）。研究者对历史上个人、机构和国家的决策行为进行描述，从现有事例和经验数

据中寻找规律或模式，使用的是一种经验主义的方法。以 18 世纪以来在自然科学领域得到

广泛应用的假设推理法（hypothetic-deductive）为背景，博弈论在 20 世纪 20 年代开始成

为数学研究的一个领域。1944 年，美国学者纽曼（John von Neumann）和摩根斯坦（Oskar 

Morgenstern）发表《博弈论和经济行为》，①率先将博弈论应用于社会科学，为经济学特别

是微观经济学提供了解释和预测个人和家庭经济行为的方法。②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纳什

（John F.Nash，Jr.）在 1952 年建立的关于非合作博弈中的均衡理论（Nash Equilibrium，

1950／1951），为博弈论在国际关系领域的应用开辟了道路。③1954 年，美国政治科学杂志

发表了第一篇有关博弈论的文章《考察权力在国会委员会系统中分配的一种方法》。④ 

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国际关系理论学者在博弈论中综合了心理学、统计学和社会学的

一些方法，并系统地应用于国际关系特别是外交决策领域。其中主要代表著作有：谢林

（Thomas C. Schelling）的《冲突策略》、拉伯泼特（Anatol Rapoport）和查马（Albert M. 

Chammah）的《囚徒困境：对冲突与合作的研究》、博兰姆斯（Steven J. Brams）的《超级

大国的游戏：博弈论在超级大国冲突研究中的应用》、摩罗（James Morrow）的《政治科学

中的博弈论》。⑤关于博弈论，还特别应提及卡尔·多伊奇的《国际关系之分析》和莫顿·卡

                                                 
① John von Neumann and Oskar Morgenstern, Theory of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44. 
② Pierre Allan and Christian Schmidt, eds., Game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ermont: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1994,“Introduction”. 
③ 纳什均衡：给定你的策略，我的策略是我最好的策略；给定我的策略，你的策略是你的最好策略。这里
“最好策略”指在所有的可能策略中，没有其他任何策略能带来比该策略更大的利益。 
④ Pierre Allan and Christian Schmidt, Game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ermont: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1994,“Introduction”. 
⑤ Thomas C.Schelling, The Strategy of Conflict,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0. Anatol Rapoport ) *
and Albert M. Chammah, Prisoner's Dilemma:A Study in Conflict and Cooperation,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65. Steven J. Brams, Superpower Games: Applying Game Theory to Superpower Conflict, %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85. James Morrow, Game Theory for Political Scientists, Princeton: 
Princeton ) University *  Press,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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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兰的《国际政治的系统和过程》两本名著。%  

与以前外交政策分析中的历史归纳法不同，博弈论是用一组假设在逻辑上将各种选择联

系起来，进而推理出政策结果，是逻辑推理的方法。所以，用博弈论分析外交决策的原理是：

假设——推理（演绎）——结果（决策）。在西方，博弈理论已被频繁地应用于外交政策、

军备竞赛、和平与战争等重大国际问题的研究。正如基欧汉（Robert O. Keohane）在论述

理性选择概念时所说：“我们不需要去研究领导人究竟在想什么，我们可以仅仅通过在办公

室中进行‘思想实验’，就可能获得必要的信息。”①博弈论就是一种对思维过程的数理实验。 

传统博弈理论在 20 世纪 50、60 年代曾经风行一时，出现多种多样的博弈模型，但基本

形式有零和（zero-sum）博弈和非零和（non-zero-sum）博弈两种，参与者或两方或多方。

零和博弈又称为“谁是懦夫”博弈，指参与者的正负收益相加为零，或一方所失就是他方所

得，属于纯冲突型博弈；非零和博弈是指双方或各方得失不等，或者共同受益，或者共同受

损，在这种博弈中合作成为可能。零和博弈只能用于最简单的冲突状态，情况稍微复杂一点

就失去应用价值。在非零和博弈（例如囚徒困境）中，由于参与者运用理性推理方法可能选

择相互背叛而放弃共同受益的结果，因此存在着事实上的非理性选择。从 60 年代后期开始，

政治学科的博弈论学者们认识到，问题出在博弈参与方只有一次选择机会，无法与对手的反

应进行互动，在运用了收益矩阵（payoff matrix）之后，情况更是如此。 

1971 年，霍华德（Nigel Howard）发表《理性的悖论》，②取得了重复博弈理论的突破。

随后，这一理论又得到了许多其他学者的发展和改造。③在重复博弈中，博弈者最初选择的

是一种行为准则，允许随后根据情况和收益做出调整。其基本原则已不再是传统博弈论中己

方的利益最大化，而是将着眼点放在结果的性质，特别是结果的稳定性上。研究者考虑的不

是一方对自己最大利益的追求，而是两方或多方寻找减少不确定性和解决冲突的均衡点

（equilibrium）。在一次囚徒困境博弈中，双方都背叛是纳什均衡点（Nash Equilibrium 

Point），即占优势的战略；但在重复的博弈中，背叛行为的短期收益会被紧随其后的远期相

互惩罚的代价所超过。霍华德运用现实世界中的认知现象（学习），将囚徒困境改造成一种

互动游戏，运用这种战略后，最终通过合作而共同获益也属纳什均衡。采用这种战略的博弈

者在一开始就采取合作战略，然后不管其对手如何应对，都坚持对背叛行为进行报复，对合

作行为给与回报。当两个博弈者都使用“一报还一报”（tit-for-tat）战略时，国际合作就

能实现。 

一般来说，决策者在决策时容易忽视对手的选择与偏好；重复博弈由于有认知学的帮助，

会强迫决策者考虑对方的观点，这对通过讨价还价赢得较好和较稳定的结果至关重要。重复

博弈所建造的决策背景，可以使决策者的思维前后一致和比较全面。④另一方面，我们也应

该看到，现实世界并不具有完全的可重复性，因此即使是可重复的博弈也不能概括所有国际

关系现象。对于经济贸易、环境、科技等交往来说，国家的反应能力较为迅速和有效，而对

于武装冲突、军备控制而言，要么是不可重复的，要么国家的反应比较迟缓。 

以现实主义为思想基础的理性选择模式及其对博弈论的应用，被国际关系学界视为研究

外交决策的主流理论，影响也最大。与此同时，另一些学者认为，政治并不仅仅意味着理论

计算，人们的理性思维总是被许多因素限制着。例如，缺乏信息就会严重阻碍人们的策略思

考，此外还存在资源有限、交流不畅、缺乏复杂计算能力等问题。⑤在实践中，理性选择模

                                                 
① ［美］罗伯特·基欧汉著，苏长和等译：《霸权之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 5月，第 80页。 
② Nigel Howard, Paradoxes of Rationality:The Theory of Metagames and Political Behavior, ambridge,Mass.:MIT 
Press,1971. 
③ Robert Axelrod, 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 New York:Basic Book,1984;Steven J.Brams, Super Beings, 
New York:Springer-verlag,1983. 
④ Charles F. Hermann,Charles W. Kegley and James N. Rosenau, eds.,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Foreign 
Policy, Boston: Allen & Unwin,1987,p.219. 
⑤ Steven J.Brams, Rational Politics, Washington D.C.: CQ Press, 1985, 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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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无法深入剖析在国际关系中存在的许多“非理性”决策，使人深感理性的局限。于是，不

少学者从国内政治的组织管理层次和决策者个人的心理认知层次上进行更广泛研究和探索，

从而进一步推动了外交决策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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